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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

量化评估与动态演化*

——基于边际减排成本的分析

闫 坤1, 2 唐丹彤3 甘天琦4

摘要：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是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立足农业

源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基于边际减排成本视角，构建一种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量化评估方法，对

1998－2021年联合减排情况下全国层面、九大农区及省级层面的农业减污效应、降碳效应及减污降

碳协同效应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全国层面，联合减排情况下农业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

降碳成本均小于单独减排下的相应成本，存在正向的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且二者呈现较好的协同趋

势。在九大农区，除青藏高原区与黄淮海平原区外，其余农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较好；华南区边际减

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相对更低，具备更大的减污降碳潜力。省级层面，各省份减污效应、降碳效

应差异明显，减污与降碳效应均随环境规制的加强不断提升。拓展性分析发现，农业减污降碳效应的

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呈现显著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科学评估农业减污降碳潜力

和制定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方案提供了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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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这为更好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遵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体系研究”（编号：

18ZDA051）和中央专项基金项目“经济集聚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编号：PTS24012）的资助。本文

通讯作者：唐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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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过程中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体系需要综合考虑减污降碳、经济

发展及社会转型等多方重大问题（郑新业等，2023）。因此，综合评估区域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

究设计科学合理的减污降碳措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十分突出的高碳和高污染特征。据《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年全国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氨排放

量分别为1067.13万吨、21.62万吨、141.49万吨、21.20万吨，分别占全国水污染物排放量的49.77%、

22.44%、46.52%、67.21%①
。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农业－粮食系统碳排放占

中国碳排放总量的14%，位居全球前列
②
，农粮系统的碳排放成为仅次于能源行业的第二大来源，农业

源的碳排放与面源污染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为政策制定与实施带来了困难（甘天琦等，2023）。

面对污染与碳排放两个同根同源的问题，协同减排成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问题的根本

途径。2022年 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十四五”是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

期。2022年 6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强调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2024年 8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首次在中央层面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进行了全面部署。这为促进经济社会整体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和“双碳”目标指明

了方向。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并构建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科学评价农业减污降碳潜力，为制定

减污降碳政策提供参照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相比于其他部门的碳排放，农业源的碳排放具有特殊性，农业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有

机结合，除经济生产过程会导致碳排放外，其生产对象也会因自然属性诱发碳排放，因此农业的碳

减排路径需契合其自身产业特点（田云和尹忞昊，2022）。现有关于农业碳排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

两方面：一是农业碳排放的核算。农业领域的碳排放因核算体系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初的核算方式

仅将化肥、农药、农业灌溉和种子培育涵盖在内（West andMarland，2002），此后农业废弃物的非

正式处理（Johnson et al.，2007）、畜禽养殖（潘丹和应瑞瑶，2013）等被不断引入农业碳排放核算

体系，且更多学者聚焦农业的细分领域进行拓展，如农地利用碳排放（李俊杰，2012）、畜禽养殖

碳排放（刘月仙等，2013）、渔业生产碳排放（邵桂兰等，2015）等。与之不同的是，部分学者以

①
资料来源：《关于发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的公告》，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6/

t20200610_783547.html。
②
资料来源：《FAOat theUNClimateChangeConference（COP26）》，https://www.fao.org/events/detail/fao-at-cop-2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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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端的能源使用构建核算框架，根据细分能源使用量和排放系数加总计算农业碳排放（涂正革，

2012）。以上两类不同的核算方式各有优劣，前者以碳源为基础，能更加完整地核算不同农业生产

类型的碳排放，但往往因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无法得到农业碳排放的全貌特征；后者忽视了农业自然

属性诱发的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二是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与减排路径分析。现有观点认

为，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符合“环境EKC”曲线的规律，因此探讨“EKC”曲线的拐

点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田云和吴海涛，2020）、能源

结构（张恒硕等，2022）、土地生产率和经营规模（徐湘博等，2022；李璐等，2023）、户籍制度

（曹翔等，2021）等均被视为减少农业碳排放的关键，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升土地

生产效率和规模效率等是实现农业碳减排的有效路径。

相较于农业碳排放，农业面源污染的核算基本形成共识。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隐蔽且不

易监测的特点，很难对其进行量化。现有文献的核算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四种：一是模拟实验法。即基

于流域尺度开展大量模拟实验，但因成本高昂且覆盖面不广，难以大面积推广实施（涂正革和甘天琦，

2019）。二是替代法。一般采用化肥农药使用量或畜禽粪便排放量来估算面源污染程度（李海鹏和张

俊飚，2009），但该方法忽视了作物吸收等因素带来的估计偏差。三是养分平衡法，该方法使用农作

物需肥量和土壤供肥量之间的养分平衡差值来核算农业面源污染，但仅适用于研究生产水平差异较小

的地区，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四是清单分析法，即从管理学的角度切入，明确分析目标，确定污染单

元，进行分类统计（赖斯芸等，2004），并根据农业面源污染产污强度影响参数表加权求和得到面源

污染总量。这一方法在现有的研究中应用广泛且得到一致认可。在准确核算农业面源污染的基础上，

众多学者对农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层次挖掘，除减少农业化学品使用的直接手段外，改善

要素市场配置（葛继红和周曙东，2012）、转变农户生产行为（袁平和朱立志，2015）等均被认为是

有效降低农业污染的重要途径，此外，土地制度、人口结构、城镇化（张晖和胡浩，2009；吴义根等，

2017；王宝义和张卫国，2018）等宏观因素也成了探讨的重点。

为更好地探索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农业碳与污染协同减排等相关

问题。鉴于农业碳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同根、同源，且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与负外部性的特征，单一的减

排政策难以达成协同减排。减污降碳的协同要求是，既要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也要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来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毛慧和曹光乔，2020）。国外关于协同减

排的研究起步较早，无论是通过对政策进行调整，达成多目标混合治理的直接协同治理方案，还是对治

理不相关的目标产生溢出效应的间接协同治理方式，均成为发达国家实现污染与碳排放“双控”目标的

有效措施，尤为典型的“加州实践”注重细分部门的协同举措，成为多目标协同治理的规范。

在农业领域，针对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标构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其一，利用农业碳排放和

农业面源污染构建Tapio脱钩指数（黄晓慧和杨飞，2024）。这类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

源污染之间的关系，但将二者同时增加的情况也视作协同，而且没有很好地将农业碳排放、农业面源污

染和农业经济系统关联起来。其二，构建指标体系后利用熵权Topsis（刘畅等，2024）形成一个综合的

减污降碳协同指标。这一指标虽然将经济因素、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一个整体的评价体系，但弱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a2GKbg6fW_Z5jN_vCIQLat7P-X-dfYhnHDESy9baIr8fznVhNfRTK-IUJqs4dMeY_q7vzg-kC6QhIcizz2cxafQSDaePODBCdc8RsDFQ9-_qH_HnTw-vA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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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农业碳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关系。其三，将经济因素考察在内，利用LMDI指数（Qian et al.，

2021）、计量模型（刘爽和刘畅，2024）等方法来判断农业碳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相关关系。虽

然其估计系数能很好地反映二者之间的数量特征，但忽视了不同农业生产区域之间的差异。

既有研究从减污降碳协同指标核算、减排策略等角度对减污和降碳进行了分析，并产出了大量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厘清农业碳与污染排放的现状、影响机理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也为探索农

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基于温室气体－大气

污染协同模型的重点在于评估各类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对污染与碳的协同状态无法有效表达；其二，

现有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方法重点在于考察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之间的相关性，未将经济、社会、

环境等多重因素纳入减污降碳协同的分析框架；其三，农业生产的区域性与农业面源污染的非点源特征

决定了农业部门的协同减排有别于工业，工业协同减排的措施并不完全适用于农业领域。为弥补现有研

究缺陷，本文从理论上探讨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内涵，并构建农业减污降碳的分析框架，从边际减排成

本视角对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进行量化评估，并从时间与空间维度评价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分异

特征，以期能为农业部门构建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提供依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点：其一，在理论上，本文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减排的经济代

价、协同减排的社会效益和农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农业减污降碳和构建农业减污降

碳协同指标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补充。其二，将经济和环境等因素纳入农业减污降

碳协同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减污和降碳的影子成本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指标。该指标能很好地将经济

因素纳入考察的范畴，避免简单地使用污染和碳排放数据构建指标带来的缺陷，也能刻画实现减污和

降碳带来的经济损失，还能通过构建非参数前沿面来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识别个体间的异质性。

其三，在理论分析和指标构建的基础上，分别从省级和九大农区层面综合评估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的分布特征和演进趋势，并区分减污优先、降碳优先和协同减排三种情形下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

变化情况，能对比分析在不同情形下区域间的动态特征。

（二）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理论探讨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2022年，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明确协同推进

减污降碳已成为中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指明

了方向。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减污降碳进程和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节。

减污降碳协同旨在通过综合措施同步控制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既应对环境污染，又应对

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减少污染和降低碳排放的双重效益。鉴于污染物与碳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

基本特征，同时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大量的研究已证明减污降碳的协同可以实现。

但因边际减排成本的存在，同时减少污染物和碳的排放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刘华军等，2023）。

产业组织理论表明，某些行业的生产可能存在成本次可加性，即在一定的产量变化范围内，共同生产

一组产出量的总和会比分别生产它们节约成本，从而成本方程具有弱增性。如果将减污降碳看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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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将污染物和碳排放治理量作为产量，那么，减污与降碳协同治理成本会更低，这就是前述理论

在具体实践中的又一应用。在农业部门，由于生产活动的分散性和面源污染的非点源性（涂正革等，

2019），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相较于工业部门更为复杂，边际减排成本的存在使得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比

单一污染物减排更加困难。首先，由于农业生产者的数量众多和分布广泛，实施统一的减污降碳政策

需要更高的协调和组织成本；其次，农业减排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这增

加了技术扩散成本；最后，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来激励农业生产者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这也增加了交

易成本。因此，实现农业减污降碳协同需同时考虑以下四点因素。

其一，权衡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中之重。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经济增长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推动农

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王真，2016）。同时，农业生产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化肥、农药

的过度使用，导致土壤污染和地下水体富营养化（何奇龙等，2023）；畜禽养殖排泄物处理不当，造

成大气和水体污染（王建华等，2022）；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大量耕地资源（于法稳等，2022）；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李丽莉等，2023）。如果继续追求

粗放型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将会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进而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陷入

“发展陷阱”（陈倩茹等，2023）。因此，农业减污降碳协同必须审慎权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在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实现农业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

其二，权衡污染物减排与碳减排的经济代价。农业生产活动中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包括化肥农药残

留、畜禽养殖废弃物、农膜残留等，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则以化肥施用过程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水

稻田排放的甲烷以及养殖业排放的甲烷等为主（张帆等，2024）。实现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需要付

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包括技术改造投入、新型绿色产品价格溢价、生产效率暂时下降等。如果单纯追

求最大限度减排，不考虑边际成本与收益，很可能导致减排成本过高，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因此，只

有精准评估和权衡不同减排路线的经济代价，才能在农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其三，权衡协同减排与单一减排的社会效益。减污降碳协同减排旨在通过一体化措施，同时减少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相较于单一减排措施，协同减排在

理论上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包括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系统、促进可持续发展等。首先，协

同减排需要同时考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技术，这要求农业生产者采用更加环保和高效的农业生

产方式。其次，协同减排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需要考虑各种社会因素，需要权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

求和利益，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可行性。因此，在权衡协同减排与单一减排的社会效益时，需要综合

考虑技术可行性、经济成本、政策制定与执行等多种因素。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激励农业生

产者采用更加环保和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协同减排的目标，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

其四，权衡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实现还需要考虑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性。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农业

减污降碳协同的难度和成本也有所不同。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更高，农业生产者

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更强，因此实现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条件更好。同时，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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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落后，农业生产者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弱，实现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难度和成本较大。此外，不

同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种植模式、养殖方式等也存在差异，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也不同。因此，

在制定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采取差异化的政策和

措施，促进各地区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协调发展。

三、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测度方法、数据说明和典型事实分析

（一）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测度方法

为对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进行准确测度，本文首先构建带有非期望产出的基于松弛值测算

（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并求解其对偶形式，依据其对偶形式求解联合减排与单独减排

情况下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继而得出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1.带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本文借鉴Tone and Tsutsui（2014）的研究，采用非角度、非径向

的SBM模型。与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相比，该模型不仅解决

了角度与径向问题，还可以将非期望产出纳入研究框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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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中： 为投入冗余与产出冗余加权处理后的比值，n为决策单元的数量，m为各决策单

元中投入数量， 1s 与 2s 分别表示模型中有 1s 种期望产出与 2s 种非期望产出， 0ix 、 0ky 、 0lb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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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际减排成本。本文构建（1）式的对偶形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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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式中：X 、Y 、B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矩阵，
mx R0 、 1

0
sy R 、

2
0

sb R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要素的虚拟价格，
* 为每个决策单元的利润。通过

估计（2）式的最优解，可求解得到最优的投入产出组合，使得 0 0 0( , , )x y b 大于任意的 ( , , )x y b ，

求解最优的投入产出组合问题转换为求解利润最大化的线性规划问题。

假定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影子价格分别为 yP 和 bP 。假设期望产出影子价格 yP 等于其市场价格，

即1元，则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 bP 可表示为：

yb
yb PP 00  （3）

（3）式中：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 bP 表示为非期望产出价格与期望产出价格的比值，即减少一

单位非期望产出所付出的经济代价。

3.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协同效应的计算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

将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纳入非期望产出，以所得效率值作为减污降碳协同效率（郭沛和王光远，2023）；

第二类采用计算耦合协调度的方式，计算“降碳”与“减污”的耦合协调程度，以此表征减污降碳协

同情况；第三类以加权的方式计算单独减排与联合减排下污染和碳排放的影子价格之和，以边际成本

的方式定义协同效应（刘华军等，2023）。综合上述研究，本文分别计算单独减排与联合减排下农业

碳排放与面源污染的影子价格，进而得出“降碳”与“减污”效应值，以二者比值衡量协同效应。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00 )( CECECECE PPPC  （4）

00 )( PollutionPollutionPollutionPollution PPPC  （5）

PollutionCE CCT  （6）

（4）～（6）式中： CEP 、 PollutionP 分别表示联合减排下农业碳排放与面源污染的影子价格， 0CEP 、

0PollutionP 表示单独减排下二者的影子价格， CEC 、 PollutionC 为相较于单独减排情况下，联合减排

时农业碳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缩减比例，即“降碳”与“减污”效应。T 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值，

T 值离1越近，说明协同效应越好；若T ＞1，说明联合减排下的降碳效应优于减污效应；若T ＜1，

说明联合减排下的减污效应优于降碳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选择样本考察期为1998－2021年。本文选取劳动、机

械、土地为投入要素，农林牧渔业实际增加值为期望产出，农业碳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为非期望产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期望产出选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故未将化肥、种子、饲料、能源、服务费

等农业中间投入纳入考量。

1.劳动。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表征农业劳动投入，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22年《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需要注意的是，在样本考察期内，年鉴条目名称进行过多次变换，本文以2022年年鉴条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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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械。以农业机械总动力表征农业机械投入，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2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土地。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征农业土地投入，数据主要来源于 1999－2022年《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

4.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定1998年为基期，利用各省（区、市）农

林牧渔业价格指数对地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进行价格平减，得到实际增加值。原始数据来源于1999－

202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5.农业碳排放。结合现有农业碳排放的核算方法，同时考虑到以终端能源投入量所折算的碳排放

更具有一般性，本文采用农林牧渔业发展耗费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表征农业碳排放，各类能源消耗数

据来源于1999－2022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IPCC官方网站。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CSEFECECECECECECE tt
indirect

t
direct

t
indirect

t
direct

t
indirect

t
, （7）

（7）式中：
tCE 表示t年的农业碳排放量，

t
indirectCE 与

t
directCE 分别表示农业部门的间接碳排放量

与直接碳排放量。按照“电（热）碳分摊”原则，火力发电（制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按照终端能源

消费中农业部门电力与热能的消费比例分摊至农业。
t
directCE , 表示基于第类能源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

tE 表示t年第类能源的消费量， EF 与 CS 分别表示第 类能源标煤折算因子与碳排放因子
①
。

6.农业面源污染。借鉴赖斯芸等（2004）的研究，本文采用单元调查法衡量各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情

况，具体核算的污染物包括总氮（TN）、总磷（TP）以及化学需氧量（COD）。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

量，本文调查单元主要包括农田化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田固体废弃物污染三类，计算方式如下：

1 2
t
c c t c cPollution Po factor factor  



   （8）

（8）式中： t
cPollution 表示c省份t年的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包括TN、TP、COD； 表

示各类调查单元； c tPo  表示 c地区 t年各调查单元数量； 1cfactor 表示各调查单元流失系数；

2cfactor 表示各调查单元产污系数
②
。计算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数据来源于1999－2022年《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及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非期望产出变量中的农业面源污染进行降维处理。同时，为避免出

现负值或零值情况，在进行降维得到综合因子得分后，将主成分降维后的数据转换为[0, 100]区间内的

取值，转换方式如下所示：

100]6.04.0)min(max[  cccc SSSF （9）

①
篇幅所限，本文涉及的能源种类及折算因子未在此详细介绍。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

查阅本文附录表1。
②
篇幅所限，本文涉及的各调查单元产污系数未在此详细介绍。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

查阅本文附录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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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式中： cF 表示省份c的农业面源污染指标， cS 表示省份c的综合因子得分， cSmax 、 cSmin
分别表示综合因子得分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三）典型事实分析

根据中国总体及各区域的农业碳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可以发现以下特征事实。

第一，农业面源污染及农业碳排放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增速渐缓。研究期间内，农业

TN、TP、COD基本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大幅下跌后继续上升，2017－2019年出现短暂回落
①
。可

能的原因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各地区紧抓面

源污染防治，TN、TP、COD出现下降；同时，《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对

农业面源污染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而 2017－2019年农业面源污染持续下降的原因，可能与中国

40个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划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的颁发相关，该

时期的化肥减量、农业废弃物回收以及禁养政策有效抑制了农业污染排放。进一步观察农业碳排放的

情况，可以发现，研究期间内，农业碳排放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仍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

第二，单位产值下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碳排放状况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部分地区“低产值、高排

放”并存。进一步，分别以 1998年、2012年、2021年为切面，观察 30个省（区、市）的农业面源

污染与碳排放情况。若各省（区、市）间单位农林牧渔业产值产生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碳排放情况相同，

则柱状图与各类点线图应能够基本重合，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越高的地区对应的污染排放状况越严重，

而产值低的地区污染排放情况相对更好。然而，尽管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农业污染排放呈现正相关变

化趋势，但仍有部分地区“低产值、高排放”并存。以 2021年为例，青海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居

第 28位，而TN、TP、COD排放处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可见，单位产值下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碳排放状

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三，九大农区农业面源污染及农业碳排放状况相异，黄淮海平原区省均排放量最高。借鉴全国

农业区划委员会的界定以及朱晓华等（2023）的研究，根据中国自然地理分区以及各地农业发展特点，

笔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农区，包括东北平原区、云贵高原区、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华南区、四川盆地

及周边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青藏高原区、黄土高原区和黄淮海平原区
③
，以期进一步分析农业源

碳排放及污染排放状况。东北平原区属温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主要生产粮食与糖料作物，农业碳

①
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详细情况，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图1。

②
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详细情况，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图2。

③
九大农区分别为：东北平原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云贵高原区，包括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华南区，包括福建省、广

东省、海南省；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西省、安徽省、上海市、江苏省、

湖南省、浙江省、湖北省；青藏高原区，包括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黄土高原区，包括陕西省、山西省；黄淮海平原区，

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天津市。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未将西藏自治区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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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与面源污染排放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COD与TN排放占较大比重，碳排放量次之①。这可能与

区域黑土退化、水土流失问题相关。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截至 2020

年，东北黑土区黑土层的厚度已减少 30%～50%。云贵高原区以林业发展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化肥、农药使用效率较低，农业生产相对落后，COD与TN排放较多，农业碳排放呈波动上升趋势。

北方干旱半干旱区以畜牧业发展为主，畜牧业与种植业并存，农业面源污染及碳排放整体呈现加速上

升趋势，2018年农业碳排放出现陡降，可能与当年区域春旱、风雹洪涝和早霜气象灾害的发生相关。

华南区水热条件优良，属亚热带与热带季风气候，以粮食与蔬菜作物种植为主，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趋

势相对平稳，农业碳排放呈现双“W”形上升趋势。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以高山高原气候与亚热带季

风气候为主，种植业与畜牧业同为该地区支柱产业，种植业产值年均增速略高于畜牧业，农业COD

与TN排放较多，碳排放处于较低水平。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广阔，农业较为发达，

农业COD、TN排放与碳排放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碳排放增长速率远高于前两者。青藏高原区属高山

高原气候，光热及水资源丰富但土地质量较差，农业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导，种植业占比较低，农业碳

排放量较低，农业面源污染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且在 2020年出现跃升，可能与当年畜禽粪尿排放量出

现反弹相关。黄土高原区土壤退化严重，农业发展落后，种植结构单一，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碳排放

量均处于较低水平。黄淮海平原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土壤肥力较高，农业发展条件优良，主要种植粮

食作物，农业面源污染与碳排放量在九大农区中位居前列。

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量化分析

（一）基于全国层面的量化评估

表 1描述了 1998－2021年全国层面的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以及相应的减污降碳成本。

表 1 1998－2021年全国层面的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相应成本

年份

联合减排 单独减排
减污效应

（%）

降碳效应

（%）

协同效应

（%）减污成本
降碳成本

（亿元/万吨）
减污成本

降碳成本

（亿元/万吨）

1998 63.9270 0.1762 106.5450 0.2937 42.6180 0.1175 99.9998

1999 59.7054 0.1853 99.5090 0.3088 39.8036 0.1235 100.0000

2000 56.1801 0.1968 93.6335 0.3280 37.4534 0.1312 100.0002

2001 57.5217 0.1937 95.8695 0.3228 38.3478 0.1291 100.0003

2002 55.8108 0.1983 93.0179 0.3306 37.2071 0.1322 100.0003

2003 55.8165 0.2180 93.0275 0.3633 37.2110 0.1453 100.0000

2004 53.2434 0.2225 88.7390 0.3708 35.4956 0.1483 99.9997

2005 52.2529 0.1996 87.0881 0.3327 34.8352 0.1331 100.0003

2006 111.0780 0.2013 185.1300 0.3355 74.0520 0.1342 99.9997

①
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详细情况，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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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2007 104.8250 0.2115 174.7080 0.3526 69.8830 0.1410 100.0003

2008 94.4236 0.2297 157.3730 0.3828 62.9494 0.1531 99.9996

2009 92.6795 0.2296 154.4660 0.3826 61.7865 0.1531 99.9994

2010 94.0862 0.2345 156.8100 0.3909 62.7238 0.1564 100.0003

2011 93.6465 0.2312 156.0780 0.3853 62.4315 0.1541 99.9998

2012 90.7397 0.2306 151.2330 0.3843 60.4933 0.1537 99.9994

2013 90.7423 0.2538 151.2370 0.4230 60.4947 0.1692 100.0005

2014 93.2777 0.2611 155.4630 0.4351 62.1853 0.1741 99.9997

2015 91.8251 0.2617 153.0420 0.4361 61.2169 0.1744 99.9998

2016 96.1190 0.2740 160.1980 0.4567 64.0790 0.1827 100.0002

2017 119.4620 0.2657 199.1030 0.4429 79.6410 0.1772 100.0004

2018 128.9470 0.3006 214.9120 0.5010 85.9650 0.2004 99.9999

2019 141.0360 0.3016 235.0600 0.5027 94.0240 0.2011 99.9999

2020 114.5200 0.3072 190.8660 0.5121 76.3460 0.2048 100.0006

2021 113.6180 0.3162 189.3630 0.5270 75.7450 0.2108 100.0005

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业面源污染为合成指标，无量纲，因此，本文将边际减污成本定义为每单位污染所需付

出的代价。

从表 1数据看，1998－2021年全国农业减污降碳效应情况具有以下变化特征
①
。

第一，农业减污效应呈现倒“N”形变化趋势。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5

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第二阶段（2005－2015年）出现跃升，而后波动下降；第三阶段（2015－2019

年）减污效应不断上升；第四阶段（2019－2021年）农业减污效应大幅下降。在第一阶段，联合减排

与单独减排下的边际减污成本大致依次维持在每单位 60亿元与 100亿元，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分别下降了 11.6741亿元与 19.4569亿元。在第二阶段，边际减污成本出现跃升，相较于 2005年，2006

年联合减排与单独减排的边际减污成本分别上升 58.8251亿元与 98.0419亿元，2006年后边际减污成

本再次出现波动下降，联合减排与单独减排的边际减污成本分别降至 2015年的每单位 91.8251亿元和

153.0420亿元。在第三阶段，边际减污成本不断上升，联合减排与单独减排情况下的边际减污成本在

2019年达到最高点。在第四阶段，由于出现大规模外部冲击，边际减污成本大幅下降，相较于 2019

年，2021年的联合减排与单独减排下的边际减污成本分别降至每单位 113.6180亿元与 189.3630亿元。

第二，农业降碳效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边际降碳成本来看，无论是联合减排还是单独减排，

在样本考察期内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对碳排放的重视与治理强度不断加大。

其中，联合减排下的边际降碳成本由每万吨 0.1762亿元升至 0.3162亿元，增幅 79.46%；单独减排

下的边际降碳成本由每万吨 0.2937亿元升至 0.5270亿元，增幅 79.43%。

①
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变化趋势图，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图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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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较于单独减排，联合减排的边际减污成本和边际降碳成本更低，且联合减排的降碳效

应变动趋势优于减污效应。样本考察期内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水平均在 1左右浮动，即“减污”与“降

碳”呈现较好的协同趋势。具体来看，1999年、2003年协同效应最为突出，其次是 2018年与 2019

年。其中，联合减排下的减污效应呈现“阶梯”形变化趋势。第一阶梯为 1998－2005年，该阶段的

减污效应不断下降。第二阶梯为 2006－2016年，该阶段整体呈现“U”形的发展态势。2006－2012

年波动下降至最低点，达到每单位 60.4933亿元；2013－2016年减污效应逐步波动回弹至每单位

64.0790亿元。第三阶梯为 2017－2021年，该阶段的减污效应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倒“V”形变动

趋势，于 2019年达到峰值后回落。联合减排下的降碳效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 1998年的每万吨

0.1175亿元上升至 2021年的 0.2108亿元，增幅 79.40%。

（二）基于九大农区层面的量化评估

从九大农区层面看，农业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在边际减污成本

方面，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黄淮海平原区远高于其他农区。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海平原区在联

合减排下每减少 1单位面源污染，分别需要投入 31.9843亿元与 32.5499亿元；在单独减排下分别需要

投入 31.1384亿元与 37.6572亿元
①
。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黄淮海平原区为中国重要粮食产区，超量的化

肥投入加重了地区土壤酸化、次生盐渍化程度，土壤养分比例严重失调。同时，两地区重用轻养，土

壤复种率高，其中，黄淮海平原区复种指数高达 130%～165%②，长期保持着“高复种，高投入”的状

态，肥料利用率不高、土壤有机质下降、面源污染日趋加剧。青藏高原区主要农业类型为高原特色农

业，化肥、农药施用量低，边际减污成本远低于其他农区。

在边际降碳成本方面，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降碳成本最高，联合减排与单独减排下的边际降

碳成本分别为 0.9304亿元/万吨与 1.0257亿元/万吨，即两种情形下降低 1万吨农业碳排放分别需要

花费 0.9304亿元与 1.0257亿元。该地区土地资源匮乏，人均土地占有量极低，农业生产基础受限，

同时，区域气候复杂多样，农民生产水平较低，因此，农业碳减排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投资，边际

降碳成本较高。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与黄土高原区的边际降碳成本较低，在联合减排下，两地区减

少 1万吨碳分别需耗费 0.1161亿元与 0.1199亿元；在单独减排下，两地区减少 1万吨碳分别需耗费

0.1936亿元与 0.1999亿元。潜在原因是，北方干旱半干旱区与黄土高原区荒漠化问题严重，农业生

产类型主要为旱地农业，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居高不下的农业碳排放，因此，边际

降碳成本相对更低。

在联合减排下，九大农区的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相对更低，尤以华南区最为突出，联

合减排下的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可缩减 40%左右③。该变化反映在“减污”与“降碳”战

略的联合推行下，实现农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较大潜力。在协同效应方面（见图 1），除青藏高

①
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详细情况，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图8。

②
资料来源：《复种+灌溉，促进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光明日报》2023年 1月18日08版。

③
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详细情况，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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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区与黄淮海平原区外，其余农区的减污降碳均呈现较好的协同。青藏高原区与黄淮海平原区的降碳

效应优于减污效应，两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结构相对特殊，联合减排更有益于碳排放的降低。

图1 九大农区层面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注：a为东北平原区；b为云贵高原区；c为北方干旱半干旱区；d为华南区；e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f为长江中

下游地区；g为青藏高原区；h为黄土高原区；i为黄淮海平原区。

（三）基于省级层面的量化评估

从省级层面来看，大部分省份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再次证明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碳排

放的同根同源。本文以省（区、市）进行分组，计算各省（区、市）1998－2021年减污效应、降碳效

应和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均值。可以发现，部分省（区、市）的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为负值，其中减

污效应为负值的包括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降碳效应为负值的有河南

省①。可能的原因是，整体而言，这些省（区、市）在单独减排下的减污效应或降碳效应优于联合减排，

尤其体现在农业相对发达的江苏省。

然而，以各年度整体投入产出指标衡量的减污降碳成本可能存在偏差，为此，本文以 2012年为界，

分别测算 1998－2012年和 2013－2021年省级层面的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进行后续分析，详细结果

如图 2所示。选择 2012年为界的原因是：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随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廓清了“绿色”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更为

深刻地概括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

从图 2中可以看出，2013－2021年，仅河南省的降碳效应指标为负，相比 1998－2012年，各省

（区、市）的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更高，即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更高，“两山”理论与“双碳”目标在

农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

①
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详细情况，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图10和图 11。



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量化评估与动态演化

- 35 -

（a）1998－2012年各省份的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

（b）2013－2012年各省份的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

图2 省级层面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

五、中国农业减污降碳效应的分布特征与动态演进

（一）中国农业减污降碳效应的分布特征

为揭示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并据此反映其在不同年份的空间演变状况，

本文利用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碳排放的影子价格进行聚类分析。同时，为展示空间聚类的变化，分

减
污
效
应

降
碳
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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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将 1998年、2012年和 2021年计算得到的边际减污成本和边际降碳成本指标聚成 3簇（高成本组、

中成本组和低成本组），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中国农业减污降碳效应的聚类分析

类别
减污降碳

类型

代表省份

1998年 2012年 2021年

边际

减污

成本

高成本 广西、四川 吉林、安徽、江西、广西、四川 吉林、江西、广西、重庆、四川

中成本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上

海、江苏、山东、重庆、海南、

贵州、新疆、陕西、云南、浙江

辽宁、江苏、福建、山东、海南、

贵州、云南、重庆、新疆、陕西、

浙江、湖南、河南、广东

河北、江苏、安徽、福建、山东、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

贵州、新疆、陕西、云南、浙江

低成本

河北、辽宁、吉林、安徽、福建、

江西、湖北、青海、甘肃、湖南、

黑龙江、河南、广东、宁夏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

蒙古、黑龙江、青海、宁夏、

上海、湖北、甘肃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

黑龙江、上海、青海、甘肃、宁夏

边际

降碳

成本

高成本
江苏、浙江、山东、河北、辽宁、

安徽、福建、广东

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广东 辽宁、广东、河北、江苏、安徽、

山东、河南、湖北

中成本

四川、山西、内蒙古、黑龙江、

湖南、重庆、湖北、河南、新疆、

陕西、云南

辽宁、福建、云南、安徽、内蒙

古、黑龙江、湖北、新疆、陕西、

浙江、四川、湖南、重庆

内蒙古、黑龙江、湖南、贵州、

陕西、新疆、福建、云南、四川、

重庆

低成本

广西、北京、天津、上海、宁夏、

海南、青海、贵州、吉林、江西、

甘肃

海南、贵州、青海、吉林、江

西、广西、北京、甘肃、山西、

天津、上海、宁夏

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浙江、

海南、甘肃、青海、吉林、江西、

广西、宁夏

1.基于边际减污成本的分析。总体而言，广西、四川始终处于边际降碳的高成本组，这些地区

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较为传统，技术水平较低，导致污染治理成本较高。中成本组主要包括山东、

江苏等农业大省，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大，但污染治理技术水平较高，因此边际减污成本处

于中等水平。低成本组可以分为两类：以 2021年为例，第一类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省（区、

市），这一类地区农业占比少，减污成本偏低；第二类主要包括青海、西藏、甘肃等西部地区，这

些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轻，同时农业生产规模也较小，因此边际减污成本较低。从时间维度上

看，重庆、江西、吉林、福建等省（区、市）边际减污成本不断提高，如重庆由 1998年和 2012年

的中成本组变化至 2021年的高成本组，福建由 1998年的低成本变化至 2012年和 2021年的中成本。

《农药、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等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使污染治理成本上升，同时农业生产方式

和技术水平也在逐步向更高效、更环保方向发展，进一步推高了边际减污成本。北京、天津等地由

于农业生产的比例不断降低，从 1998年的中成本组变化至 2012年和 2021年的低成本组。需要说明

的是，尽管边际减污成本呈现区域性差异，但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逐步在农

业生产上发挥积极效应。

2.基于边际降碳成本的分析。边际降碳成本低成本组的分布特征与边际减污成本呈现较为类似

的情况，但高成本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山东、河北、辽宁、江苏、河南等农业大省的边际降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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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高，其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从而显著降低单位农林牧渔

业产值的碳排放量，但其边际降碳成本也就随之提高。从时间维度上看，湖北、河南等省份边际降

碳成本不断提高，如湖北由 1998年和 2012年的中成本组变化至 2021年的高成本组，河南由 1998

年的中成本组变化至 2012年和 2021年的高成本组。总体而言，农业减污降碳效应的分布特征和动

态演进呈现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碳排放的治理，加

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深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二）中国农业减污降碳成本的动态演进

进一步，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揭示中国农业边际减污成本和边际降碳成本的时序动态演进特征，

如图 3～图 4所示。由图 3～图 4可知，1998－2021年，在曲线位置变化方面，核密度函数中心和

曲线整体明显向左移动，反映中国农业减污效应和降碳效应经历了增长过程。在峰值变化方面，波

峰峰值经历波动下降的过程，变化区间明显扩大，表明农业边际减污成本和边际降碳成本的区域差

异均存在逐渐扩大的趋势。在曲线形态上，农业边际减污成本按照“单峰－双峰－多峰”的趋势演

变，农业边际降碳成本一直处于多峰分布。这表明，在研究期内，边际减污和边际降碳成本出现多

级分化现象。潜在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不同省份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影响各地对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和先进技术的研发推广，从而加大了农业减

污降碳成本的区域差异。

图3 中国农业减污成本的核密度估计分布 图4 中国农业降碳成本的核密度估计分布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边际减排成本，本文在DEA框架内构建了一种关于农业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评估方法，

即在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求解 SBM模型的对偶形式，测度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碳排放

的边际减排成本，对单独减排与联合减排下二者的变动进行比较，以此得出农业减污效应和降碳效应，

并进一步分析得出二者协同情况，为农业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量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具体而言，本

文主要量化评估了全国层面、九大农区层面以及省级层面的农业减污效应、降碳效应与协同效应，得



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量化评估与动态演化

- 38 -

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全国层面，联合减排下的农业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小于单独减排下

的相应成本，且“降碳效应”变动趋势略优于“减污效应”，二者呈现较好的协同；第二，在九大农

区层面，华南区在联合减排下的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相对更低，经测算可知，联合减排下

的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可缩减 40%左右；第三，在省级层面，整体而言，多省（区、市）

的减污效应与降碳效应为负值，在以 2012年为界划分后，后半段时间（2013－2021年）的减污效应

与降碳效应相对更好。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与测算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全国层面，由于联合减排下

农业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小于单独减排下的相应成本，并且“降碳效应”略优于“减污

效应”，建议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联合减排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减排效率。政府应鼓励农业

企业和农户采用联合减排技术，通过财税政策和补贴等手段，降低实施成本。第二，针对中国九大

农区的耕地资源现状，结合农业种植结构和区域资源要素禀赋构建耕地分区保护机制，在不同区域

实施差异化的农业减污降碳政策。具体而言，应重点保护东北平原区的黑土地带，维持现有减污降

碳协同的状态，加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海平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并进一步挖掘降碳潜力，加

强治理云贵高原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华南区等地的酸化耕地治理，以及北方干旱半干旱区、

黄土高原区等地的盐碱耕地治理，规范农业生产方式，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第三，强化农业绿色发

展宣传与培训，加强对农民的环保培训，提高农民对绿色农业的认识和参与程度。加大绿色农业技

术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民主动采用绿色生产方式，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同时，将环保

知识纳入农业技术培训体系，使农民在学习农业技术的同时，增强环保意识；开展环保主题活动，

提高农民的环保参与度，使他们自觉地遵守环保法律法规；通过典型示范，推广环保成功案例，让

农民看到绿色农业带来的实际效益，从而激发农业绿色生产的潜能。第四，加强农业碳排放与面源

污染的监测体系建设，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建立健全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和

反馈机制，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持续监测和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减污与降碳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确保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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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ollution andCarbonReduction inChina:

AnAnalysis Based onMarginalAbatement Cost

YANKun TANGDantong GANTianqi

Abstract: Synergistic promo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the only wa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of

agricultural sourc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method of the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agricultural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carbon reduction effect, and their synergistic effect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nine agricultural region level, and the provincial level under the joint abatement of pollution from 1998 to 2021.

The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marginal pollution reduction cost and the marginal carbon

reduction cost of agriculture under the joint emission reduction situation are both smaller than the cost of individual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here are positive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while the two show a better synergistic trend.

Among the nine major agricultural regions, except for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region and the Huanghuaihai Plain regi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the rest of the agricultural regions is prominent; the marginal costs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South China are relatively lower, and there is greater potential for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among provinces, and both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are increasing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expanded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are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regional and stage-specific featur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a policy basis for scientifically evaluating the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formulating carbon and pollution synergisticmanagement programs.

Keywords: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Synergistical Enhancement; Agricultur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NineMajor Agricultur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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